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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基于I-CAGE框架，以62个国家为案例国，采用NCA与fsQCA探究中国知识产权国际贸易的组态路径，剖析创新因素、文化因素、制度因素、地理因素和经济因素对中国知识产权贸易竞争力的协同效应。研究结果表明：不存在导致中国知识产权高出口额和高进口额的单个必要条件，但制度因素对知识产权进口和出口，创新因素对进口发挥着相对重要的作用。对于中国知识产权贸易的高出口，存在三条路径：“经济驱动下制度主导型”、“文化驱动下创新主导型”和“经典CAGE主导型”。对于中国知识产权贸易的高进口，也存在三条路径：“经济驱动下制度或创新主导型”、“制度和创新主导型”和“经典CAGE主导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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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I-CAGE framework, taking 62 countries as case countries, this paper uses NCA and fsQCA to explore the configuration path of China's international trade in intellectual property, and analyzes the synergistic effects of innovation factors, cultural factors, administrative factors, geographical factors and economic factors on China's competitiveness in intellectual property trade.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re is no single necessary condition leading to the high export and import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in China, but institutional factors play a relatively important role in the import and export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and innovation factors play a relatively important role in the import. For the high export of China's intellectual property trade, there are three paths: "economic driven and administration leading", "cultural driven and innovation leading" and "classic CAGE leading". For the high import of China's intellectual property trade, there are also three paths: "economic driven and administration-or-innovation leading", "administration-and-innovation leading" and "classic CAGE l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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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创新和开放贸易深刻改变了全球经济格局和创新格局。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报告》和《世界知识产权指数报告》，中国的创新指数排名从2013年的第35位升至2022年的第11位，位居中等收入经济体之首。可以说，中国是世界上知识产权发展进步最快的国家之一。作为国际贸易的“标配”，知识产权贸易可以统筹知识产权领域国际合作和竞争，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更好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有利于更好地实现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是《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纲要（2021—2035年）》的重要战略规划。
对于知识产权国际贸易竞争力的研究主要包括现状分析和影响因素两个方面。在知识产权国际贸易竞争优势的国际比较中，学者们发现发达国家是知识产权贸易的主要参与者，但发展中国家所占比重在迅速提升[1]。我国的知识产权贸易取得很大进展，然而贸易结构尚不合理, 国际市场占有率仍很低，在国际竞争中仍处于劣势[2]。关于知识产权贸易的影响因素，学者们比较关注知识产权保护对知识产权引进的双重作用[3-5]。其他影响因素主要包括国内外市场需求、外商直接投资、税收政策、技术吸收能力、技术差距、公司研发投入、自由贸易协定等[5-6]。
现有研究大多基于波特的国家竞争优势理论和钻石模型选取影响因素指标，多聚焦在企业层面。在研究方法上采用竞争优势指数（TC指数）、显性比较优势指数（RCA指数）等指标进行分析[8]，或构建模型进行回归分析[5]，考察的都是单因素与知识产权贸易的“净效应”，对于解释复杂多变的国际贸易关系有一定的局限性。定性比较分析方法(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QCA)是一种以集合论与布尔代数为数理基础且用于多案例研究的社会科学方法论，以集合的角度看待变量间的关系，研究多个前因变量如何搭配组合能够解释结果变量的产生，可以整合定性与定量研究方法的优势[7]。本文将QCA应用于知识产权国际贸易研究，其边际贡献体现在：基于技术差距理论和CAGE距离框架，构建I-CAGE框架，并选取5个国家层面的影响因素进行组态分析，以整体视角和组态思维来探索中国知识产权贸易的提升路径。
1. 研究框架与模型构建
[bookmark: OLE_LINK1][bookmark: OLE_LINK2]CAGE距离框架是国际商业与贸易领域最具影响力的理论框架之一，包含了文化距离、制度距离、地理距离和经济距离4个距离维度[8]。由于知识产权贸易是以技术转让为标的的，在传统贸易理论和框架的基础上，引入技术差距理论是十分必要的。技术差距理论把技术作为独立于劳动和资本的第三种生产要素，探讨技术差距或技术变动对国际贸易的影响。I-CAGE框架，即创新因素、文化因素、制度因素、地理因素和经济因素，为中国知识产权贸易影响因素的组态研究提供了创新性的理论模型。
（1）创新因素(Innovation)。技术差距理论认为技术差距是国际贸易的直接原因。总体来说，技术创新对国际贸易的影响是正向的[9]。但是，创新国往往会采取知识产权保护、技术标准等措施充分享受创新的创利效益[10]，从而会抑制知识产权国际贸易的发展。
（2）文化因素(Culture)。文化距离包括但不限于语言、民族、社会族群特征、宗教信仰和社会准则等内容。学者们较为关注文化距离对知识产权贸易的影响，并发现由于文化距离会增加国家间的摩擦，所以会显著抑制国际贸易[11]。
（3）制度因素(Administration)。制度距离包括但不限于政治结构、政策、国家体制、组织形式和外交关系等内容。大多学者研究发现制度距离会显著抑制国际贸易[12]。在知识产权贸易中，专利制度的改革提高模仿者的成本，降低技术许可的费用，可以激励信息转移和技术创新[13]。
（4）地理因素(Geography)。地理距离包括但不限于实际地理距离、交通、气候、国家地理版图等内容。一般而言，当国家间的空间距离越远时，所产生的运输成本就越高。受此影响，以市场为导向的贸易活动可能就越弱[14]。而知识产权贸易多以无形资产的形式存在，地理因素是否能产生较大影响还有待检验。
（5）经济因素(Economy)。经济距离一般指国民经济、人均收入上的差异。在国际贸易中，经济程度相似的国家更容易互相转移和复制成功模式和产品结构，而经济水平差异过大，对国家贸易会产生负向影响[14]；也有学者认为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经济距离很难直接对国际贸易产生显著影响，而只能通过调节间接发挥影响[15]。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选取了创新因素、文化因素、制度因素、地理因素和经济因素5个前因条件，构建了中国知识产权国际贸易提升路径的I-CAGE整合分析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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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I-CAGE框架下中国知识产权国际贸易提升组态路径的理论模型
2. 研究方法与设计
2.1 研究方法
fsQCA（fuzzy set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方法可基于组态视角从整体分析多要素并发的因果复杂性问题，通过定性与定量分析探究复杂现象后的因果逻辑[16]。在组态分析时，需要先进行必要条件分析，以确定某一条件对于结果的产生是否必要。NCA（necessary condition analysis）与QCA都可以分析某一条件对于结果的产生是否必要，但QCA重点关注条件的组合构型[17]。因此，本文采用 NCA 方法定量测度创新因素、文化因素、制度因素、地理因素和经济因素是否是引起中国知识产权高出口额和高进口额的必要条件，且在多大水平上促进中国的知识产权国际贸易，与fsQCA 中的必要条件分析进行对照，进一步检验必要条件产生的稳健性。
2.2 数据来源与处理
本研究选取了62个国家作为案例国，其中包括38个OECD国家和24个非OECD国家。筛选条件是5个能够反映一国技术、创新和经济实力的指标，包括知识产权使用费进口额、知识产权使用费出口额、专利申请数量、全球创新指数排名和 GDP总量，并考虑了数据的可得性。统计显示，62个研究对象在2018年的知识产权使用费进口额、出口额以及PCT专利申请数量、GDP总量分别占全球年度总额的95%以上，也是中国知识产权的主要贸易对象。
（1）结果变量。结果变量是中国与62个国家的知识产权使用费进口额和出口额（单位：亿美元），来自OECD经合组织数据库。数值越大说明与该国的知识产权贸易往来越频繁。
    （2）创新因素条件。专利技术与品牌是知识产权贸易的核心竞争优势[18]。本研究用世界银行数据库中各国的专利申请量作为创新指标，数值越大说明专利申请量越多，创新水平越高。
    （3）文化因素条件。Hofstede对文化距离划分为权力距离、不确定性规避、集体或个人主义、男性或女性度、长短期导向、放纵或克制 6 个维度。本文采用KS 指数来测度文化距离[19]，其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1）
在式（1）中，CDi代表国家或地区 i 与中国的文化距离，Cij 代表国家或地区i 在第 j 个文化维度上的指数，Chj 代表中国在第 j 个文化维度上的指数，CVj 代表第 j 个文化维度指数的方差。数值越大，代表该国家与中国的文化距离越大。
（4）制度因素条件。制度距离采用世界银行采用的全球治理指标体系，其中包括反映东道国公共服务效率和政策有效性、对企业监管的强度和公正性、公民的政治话语权和公共事务参与度、政府的清廉及对腐败的控制 6 个方面的指标，并且采用下述算法将这些指标进行综合：
                    （2）
式（2）中，ADi代表国家或地区 i 与中国的制度距离； 是国家 i 第 j 个维度的得分， 是中国第j个维度得分；是第j个维度的方差。数值越大，代表该国家与中国的制度距离越大。
（5）地理因素条件。本研究选取根据贸易双方首都的球面距离计算得出两国（地区）间的距离作为衡量国家（地区）之间空间位置距离的指标，数据来源于 CEPII 数据库。数值越大，代表该国家与中国的地理距离越大。
（6）经济因素条件。经济因素考量的是贸易双方之间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本研究使用贸易双方GDP 差距的绝对值来定义经济距离，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其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3）
式（3）中，EDi 表示国家或地区 i 与中国之间的经济距离，GDPi 表示 i 国（地区）的GDP，GDPh 表示中国的GDP。 数值越大，代表该国家与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差距越大。
2.3 变量校准
参考已有研究[20]，对变量的校准设置3个临界值：完全隶属、交叉点、完全不隶属。运用直接校准法分别设置案例样本的95%、50%、5%为结果变量和条件变量的完全隶属、交叉点、完全不隶属的校准锚点。具体校准锚点及描述性统计如表1所示。
表1 描述性统计及校准锚点
	条件与结果
	描述性统计
	校准锚点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完全隶属
	交叉点
	完全不隶属

	中国知识产权出口额
	45.076
	84.148
	0.065
	436.062
	208.830
	10.548
	0.330

	中国知识产权进口额
	491.340
	1 383.22
	0.199
	8 243.642
	2 820.249
	13.862
	0.387

	创新因素
	14 443.61
	51 260.77
	0
	285 095
	45 532.45
	101 7
	24

	文化因素
	2.717 69
	1.198
	0.332
	5.126
	4.703
	2.596 8
	0.648

	制度因素
	2.638
	1.918
	0.130 43
	6.394
	6.131
	2.1538
	0.331 8

	地理因素
	8 374.229
	3 965.214
	1 168.165
	19 110.13
	17 220.94
	7 795.574
	2 613.129

	经济因素
	130 339.3
	12 804.94
	663 323.38
	138 795.2
	138 594.2
	135 330.9
	109 940.3


3. 实证结果与分析
3.1 必要性分析
NCA 通过分析前因条件的必要性效应量及其显著性来识别必要条件，并通过瓶颈水平分析评估前因条件的必要水平值[21]。效应量的值域为[0，1]，越接近1代表效应越大，NCA 提供了蒙特卡洛仿真置换检验分析其显著性[22]。NCA 方法提供了上限回归（ceiling regression，CR）和上限包络分析（ceiling envelopment，CE）两种估计方法分别用于处理连续变量和离散变量[23]。 当单个条件的效应量（d）大于 0.1，且 P值检验显示效应量显著时（P<0.05），认为该条件是结果的一个必要条件[21]。另外，瓶颈水平表示要达到结果变量最大观测范围的某一水平，各前因条件最大观测范围内需要满足的相应水平（%）[21]。
通过对中国知识产权贸易高出口额的NCA单个条件必要性分析，制度因素的CR估计效应量为0.176，且P值检验显示效应量显著，说明制度因素是构成中国知识产权贸易高出口额的必要条件。此外，通过瓶颈水平分析可知，要达到 50%的高出口额水平，需要0.2%水平的制度因素和0.9%水平的创新因素；要达到 90%的高出口额水平，需要56.1%水平的制度因素和4.6%水平的创新因素。
    通过对中国知识产权贸易高进口额的NCA单个条件必要性分析，创新因素和制度因素是构成中国知识产权贸易高进口额的必要条件。此外，通过瓶颈水平分析可知，要达到 50%的高进口额水平，需要28%水平的制度因素；要达到 90%的高进口额水平，需要58.6%水平的制度因素，71%水平的创新因素和14.8%水平的文化因素。
本文进一步采用fsQCA 方法分析单个因素的必要性。在fsQCA分析过程中，若单项的一致性大于0.9，则意味着该条件是结果变量的必要条件[24]。从表2和3的检验结果可知，对于中国的知识产权贸易高出口额和高进口额，均不存在必要条件。在中国知识产权高出口额组态的必要性分析中，创新因素的一致性相对较高，为0.737，说明贸易国的创新水平对中国的知识产权出口有较大影响。而在中国知识产权高进口额组态的必要条件分析中，制度因素的一致性相对较高，为0.809，说明贸易国的制度水平对中国的知识产权进口有较大影响。这与NCA结果存在部分一致性。
另外，值得关注的是，2018年中国是GDP排名第二的国家。因此，经济距离越大，说明贸易国经济水平越低，经济距离越小，说明贸易国经济水平越高。也就是说，在中国知识产权贸易出口组态和进口组态的fsQCA必要性分析中，经济距离代表贸易国的经济水平较低，而非经济距离代表贸易国的经济水平较高。从检验结果可知，非经济距离的一致性在出口组态和进口组态中都是最高的，分别为0.849和0.846，说明经济因素对中国知识产权的进出口都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表2 中国知识产权贸易高出口额QCA方法的必要性分析
	前因条件
	Consistency
	Coverage
	前因条件
	Consistency
	Coverage

	创新因素
	0.737 660
	0.797 814
	~创新因素
	0.696 852
	0.469 249

	地理因素
	0.650 991
	0.560 013
	~地理因素
	0.762 145
	0.611 094

	文化因素
	0.673 922
	0.544 085
	~文化因素
	0.663 039
	0.566 213

	经济因素
	0.565 488
	0.431 751
	~经济因素
	0.849 981
	0.772 791

	制度因素
	0.699 573
	0.612 662
	~制度因素
	0.563 156
	0.444 206


表3 中国知识产权贸易高进口额QCA方法的必要性分析
	前因条件
	Consistency
	Coverage
	前因条件
	Consistency
	Coverage

	创新因素
	0.788 150
	0.777 217
	~创新因素
	0.723 359
	0.444 125

	文化因素
	0.730 605
	0.537 810
	~文化因素
	0.619 352
	0.482 244

	制度因素
	0.809 463
	0.646 358
	~制度因素
	0.501 705
	0.360 822

	地理因素
	0.779 625
	0.554 330
	~地理因素
	0.779 625
	0.569 959

	经济因素
	0.601 023
	0.418 398
	~经济因素
	0.846 121
	0.701 413



3.2 组态分析
本研究采用fsQCA软件分析了中国知识产权贸易实现高出口额和高进口额的路径组态，不同的组态表示实现高出口额和高进口额的不同因素匹配路径。参照已有研究，在进行组态分析时将原始一致性阈值设置为0.80[25]，PRI一致性阈值设置为0.50[26]，将案例频数阈值设置为1[27]。通过对比标准化分析得到的中间解和简约解，识别各组态中的核心条件和边缘条件，最终得到高出口和高进口QCA分析结果分别如表4和表5所示。
(1) 中国知识产权贸易高出口组态分析


表4中国知识产权贸易高出口额的组态
	前因条件
	中国知识产权贸易高出口额

	
	H1
	H2
	H3

	创新因素
	l
	l
	

	文化因素
	
	U
	l

	制度因素
	l
	
	l

	地理因素
	
	U
	l

	经济因素
	U
	U
	U

	一致性
	0.907
	0.888
	0.918

	原始覆盖度
	0.525
	0.481
	0.459

	唯一覆盖度
	0.027
	0.149
	0.043

	解的一致性
	
	0.869
	

	解的覆盖度
	
	0.717
	


     实现中国知识产权贸易高出口额的I-CAGE匹配路径共3条，其一致性与整体解的一致性均高于0.8。根据组态理论化过程，参照已有研究[21]，将中国知识产权贸易高出口额的组态路径命名为“经济驱动下制度主导型”、“文化驱动下创新主导型”和“经典CAGE主导型”。
组态H1：经济驱动下制度主导型。在该路径中，制度因素和经济因素是核心条件，创新因素是辅助条件，地理因素条件缺失。说明高出口额发生在经济水平较高且制度水平较高的国家或地区，这些国家或地区的创新水平必然也比较高。代表国为：德国、日本、美国、英国、法国、加拿大、韩国、澳大利亚、奥地利、荷兰、西班牙、瑞典。在这些国家中，与中国制度距离最小的是韩国和西班牙，但其校准值分别为0.54和0.51，也超过了半数的国家。虽然与其他欧美发达国家相比，制度水平相对较低，但由于两国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高，经济体量较大，特别是与澳大利亚、奥地利、荷兰、瑞典等国相比，受经济发展的驱动效果明显。而知识产权强国美国、日本、德国、法国、英国的经济水平、制度水平和创新水平都名列前茅，是中国的重点出口目标，也牢牢占据着全球知识产权贸易的核心地位。
组态H2：文化驱动下创新主导型。在该路径中，创新因素、文化因素、地理因素和经济因素是核心条件。说明高出口额发生在地理位置较近，文化差距较小，且经济水平与中国相差不大，创新水平较高的国家或地区。代表国为：韩国、印度、俄罗斯、日本、土耳其、印度尼西亚。相较于第一条路径，这些国家与中国地理位置相近，都有着悠久的贸易往来和文化渊源。特别是受文化相近性和“一带一路”政策的驱动，中国对 “一带一路”国家的知识产权出口有着天然优势。其中，印度、土耳其、印度尼西亚的创新水平相对较高，创新因素变量的校准值分别为0.74、0.6和0.51。也就是说，文化驱动之下，创新水平较高的国家是中国知识产权出口的主要目标。
组态H3：经典CAGE主导型。在该路径中，制度因素和经济因素是核心条件，文化因素和地理因素是辅助条件，创新因素条件缺失。说明在不考虑创新水平的情况下，经典的CAGE四要素对中国的知识产权出口起着主导作用。代表国为：美国、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比利时、荷兰、奥地利和爱尔兰。这条路径说明，一方面，CAGE框架对于国际贸易具有普遍的解释性和适用性。由于部分知识产权的转让和使用是附加在货物贸易上完成的，因此，通过发展货物出口贸易来促进知识产权出口贸易也是一条十分可行的路径。另一方面，对于创新水平并不高的国家，比如爱尔兰和比利时，创新因素的校准值分别仅为0.05和0.39，制度因素、经济因素、文化因素和地理因素协同促进了中国对其知识产权贸易出口。这都给提高中国知识产权贸易的出口地位提供了新思路。
    以上组态分析基于I-CAGE框架解释了中国提高知识产权出口额的三条路径。创新、文化、制度、地理和经济因素的协同效应十分显著。
(2) 中国知识产权贸易高进口组态分析
表5中国知识产权贸易高进口额的组态
	前因条件
	中国知识产权贸易高进口额

	
	H1
	H2
	H3

	创新因素
	l
	l
	

	文化因素
	
	l
	l

	制度因素
	l
	l
	l

	地理因素
	
	U
	l

	经济因素
	U
	
	U

	一致性
	0.967
	0.961
	0.932

	原始覆盖度
	0.613
	0.469
	0.511

	唯一覆盖度
	0.109
	0.022
	0.037

	解的一致性
	
	0.945
	

	解的覆盖度
	
	0.673
	


实现中国知识产权贸易高进口额的I-CAGE匹配路径也是3条，其一致性与整体解的一致性也均高于0.8。根据核心条件和辅助条件的特点，可以把这三条高进口额组态路径命名为“经济驱动下制度或创新主导型”、“制度和创新主导型”和“经典CAGE主导型”。其中，第一条路径和第三条路径与高出口额组态分析的结果一致，国家也一致。制度因素在三条路径中都是核心条件。
组态H1：经济驱动下制度或创新主导型。在该路径中，制度因素和经济因素是核心条件，创新因素是辅助条件，文化因素和地理因素条件缺失。高进口额来自经济水平较高，制度水平较高或创新水平不低的国家或地区。代表国为：德国、日本、美国、英国、法国、加拿大、韩国、澳大利亚、奥地利、荷兰、西班牙、瑞典。其中，韩国是经济驱动下创新主导型的典型代表国家。其经济总量虽然与中国有一定的差距，但发展速度很快，紧随欧美发达国家的脚步，全球治理水平的六个维度均高于中国，尤其是创新水平非常高，2018年专利申请量在62个国家中排名第三。澳大利亚、奥地利、瑞典可以被认为是经济驱动下制度主导型的典型代表国家。因其治理水平非常高，对知识产权的管理和交易必定十分规范。中国不仅追求知识产权贸易的快速发展，更重视其高质量的发展。从这样的国家进口知识产权也符合这样的定位和需求。也就是说，在经济发展的驱动下，创新和制度共同促进了中国从西班牙的知识产权进口。而知识产权强国美国、日本、德国、法国、英国在经济发展、治理水平和创新水平上都有绝对的优势，在知识产权贸易进口网络中占据核心地位，也是目前中国发展知识产权贸易的重点进口国。值得关注的是西班牙。其创新水平和制度水平都居于中位，校准值都是0.51。而中国从西班牙的知识产权进口额也居于中位，校准值也是0.51。
组态H2：制度和创新主导型。在该路径中，创新因素和制度因素是核心条件，文化因素和地理因素是辅助条件，经济因素条件缺失。高进口额来自文化差异较大，地理位置较远，创新水平和制度水平相对较高的国家。代表国为：芬兰和瑞典。与第一条路径中的高进口额国家相比，中国从这两个国家的知识产权进口额处于中等偏上的位置，校准值分别为0.57和0.61。芬兰和瑞典与中国的制度差距非常大，校准值分别为0.95和0.93，在62个国家中排名分别为第2和第8，治理水平非常高。与此同时，其创新水平居于中位，校准值都是0.51。也就是说，非常稳定的政体和高质量的治理水平保证了规范的知识产权管理，实现了知识产权的高水平输出，更吸引了中国的关注。尤其是芬兰，经济发展水平与中国差异较大，校准值为0.7。但依靠国家治理和创新发展，也极大促进了知识产权贸易的出口。
组态H3：经典CAGE主导型。在该路径中，制度因素和经济因素是核心条件，文化因素和地理因素是辅助条件，创新因素条件缺失。说明在不考虑创新水平的情况下，经典的CAGE四要素对中国的知识产权进口起着主导作用。代表国为：美国、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比利时、荷兰、奥地利、爱尔兰。比利时和爱尔兰是这一路径的典型代表。其创新水平虽然较低，仍吸引了中国中位以上的知识产权进口，校准值分别为0.54和0.66。一方面，依靠传统货物贸易发展知识产权贸易的可行性非常高。在创新水平并不突出的情况下，可以发挥制度因素、经济因素、文化因素和地理因素的协同作用促进知识产权贸易出口。另一方面，中国作为进口国，正处在知识产权贸易的飞速发展期，特别重视知识产权的引进质量。尽量比利时和爱尔兰的专利申请量不高，但只要有利于创新发展，都是重点的引进目标。另外，由于爱尔兰的低税率和其他特殊的税法制度，众多高科技公司以位于爱尔兰的子公司对外支付知识产权使用费转移收入，作为避税跳板。因此，爱尔兰变相拥有了较多的知识产权，这也是中国与爱尔兰的知识产权贸易比较频繁的原因之一。
3.3 稳健性检验
QCA是一种集合论方法，当轻微改变操作，产生的结果间存在子集合关系，不会改变研究发现的实质解释时，视为稳健[21]。本文通过将原始一致性的阈值降低至0.75和将隶属度得分为0.5的数据修改为0.501[28]，且频数阈值上调至2两种方法来确保fsQCA结果在不同情况下的稳健性。基准模型和两种调整模型的中间解结果如表6所示。该表显示，两种调整模型和基准模型基本一致或具有清晰的子集关系。即，本文得到的中国知识产权贸易高出口额和高进口额的组态结果是稳健的。
表6 对高进口和高出口额基准模型的检验
	模型
	对高出口额基准模型的检验
	对高进口额基准模型的检验

	
	构型
	创新因素
	文化因素
	制度因素
	地理因素
	经济因素
	构型子集关系
	构型
	创新因素
	文化因素
	制度因素
	地理因素
	经济因素
	构型子集关系

	基准模型
	H1
	l
	
	l
	
	U
	H1
	H1
	l
	
	l
	
	U
	H1

	
	H2
	l
	U
	
	U
	U
	H2
	H2
	l
	l
	l
	U
	
	H2

	
	H3
	
	l
	l
	l
	U
	H3
	H3
	
	l
	l
	l
	U
	H3

	降低原始一致性阈值
	R1
	l
	
	l
	
	U
	同H1
	R1
	l
	
	l
	
	U
	同H1

	
	R2
	l
	U
	
	U
	U
	同H2
	R2
	l
	l
	l
	U
	
	同H2

	
	R3
	
	l
	l
	l
	U
	同H3
	R3
	
	l
	l
	l
	U
	同H3

	提高频数阈值
	R4
	l
	U
	l
	
	U
	H1子集
	R4
	l
	
	l
	
	U
	同H1

	
	R5
	l
	U
	
	U
	U
	同H2
	R5
	l
	l
	l
	U
	
	同H2

	
	R6
	
	l
	l
	l
	U
	同H3
	R6
	
	l
	l
	l
	U
	同H3


注：基准模型是本研究的主要研究结果，仅汇报中间解，不区分核心与边缘条件
4. 结论和启示
4.1 研究结论
基于I-CAGE框架对中国知识产权贸易高出口额和高进口额的组态分析分别得出了三条路径。实现中国知识产权贸易高出口额的三条路径分别为“经济驱动下制度主导型”、“文化驱动下创新主导型”和“经典CAGE主导型”。对于出口来说，经济因素是三条路径共有的核心条件。中国的知识产权主要流向了经济体量大，经济发展速度快的国家。创新因素在两条路径中非常重要，尤其是第二条“文化驱动下创新主导型”的路径。典型的代表国家是三个“一带一路”国家印度、土耳其和印度尼西亚。在这条路径上，文化相似和地理相近是中国提高知识产权出口的有利因素。而对于文化距离较大，地理位置较远的欧美发达国家，通常也是治理水平较高，创新水平较高的国家更容易从中国引进知识产权。另外，由于部分知识产权出口是附加在货物出口上实现的，因此对于创新水平比较低的国家，也可以通过制度因素、经济因素、文化因素和地理因素的协同作用促进中国对其知识产权出口贸易。
实现中国知识产权贸易高进口额的三条路径分别为“经济驱动下制度或创新主导型”、“制度和创新主导型”和“经典CAGE主导型”。 对于进口来说，制度因素是三条路径共有的核心条件。治理水平高代表国家政治稳定，知识产权管理规范，符合中国发展高质量知识产权贸易的定位和需求，更能吸引中国的进口。创新因素对中国的知识产权进口也十分重要，尤其对于与中国相比经济体量较小，发展水平较低的北欧国家芬兰和比利时，中国十分关注其知识产权领域的发展并大量引进。另外，与出口类似，附加在货物进口上的知识产权也促进了中国知识产权的进口贸易。
综上所述，知识产权强国美国、日本、德国、法国、英国是中国发展知识产权进出口的重点国家。在中国与其他国家的货物进出口贸易中应该加强附带的知识产权进出口贸易。而发展与“一带一路”国家的知识产权出口贸易是中国提升知识产权出口贸易的重要路径。
4.2 政策启示
基于I-CAGE框架，通过组态分析探究创新因素、文化因素、制度因素、地理因素和经济因素对中国知识产权贸易出口和进口的协同作用，得出三条高出口额路径和三条高进口额路径，对中国发展和提升知识产权国际贸易可以提出以下建议：
（1）坚持创新发展理念，坚定知识产权强国目标，规范知识产权保护和管理。创新是知识产权贸易的基础。尤其对于知识产权出口，创新因素在高出口额组态的两条路径中都是核心条件，说明打铁还需自身硬，提高自身的创新水平才是发展知识产权贸易，提升中国竞争力的核心关键。
（2）继续加强与美国、日本、德国、法国、英国等知识产权强国的贸易往来。一方面，这些国家拥有数量和质量都非常可观的先进技术和专利。中国仍处在知识产权建设的发展阶段，从这些国家进口知识产权可以促进中国的技术进步和创新发展。另一方面，向这些国家输出技术和专利，可以更好地实现知识产权国际化，提升中国影响力。
（3）以传统货物贸易带动中国的知识产权进出口。在综合考量文化、制度、地理和经济因素的前提下，对附加知识产权贸易的传统货物贸易进行政策引导。比如，一方面，可以对相关的进出口国家采取贸易优惠政策，签订贸易协定，吸引更多的国家与中国建议贸易伙伴关系。另一方面，鼓励企业研发创新，提升传统货物的知识产权附加值，可以同时提升货物贸易和知识产权贸易的数量和质量。
（4）以“一带一路”政策为抓手，加大与创新欠发达国家的知识产权贸易，特别是推动知识产权的出口。在与欧美经济发达和创新水平较高国家的知识产权贸易中，中国短时间内很难实现较大突破，特别是知识产权出口。随着政策的推进，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的往来必将越来越频繁，正是发展知识产权贸易，提升知识产权贸易竞争力的重要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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